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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黎民偉、黎北海和香港早期電影的評價

──與李以莊、周承人提出的一些觀點的商榷

⊙ 陳 野

 

近日關於黎民偉和黎北海的評價有些爭論，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李以莊在香港《明報

月刊》上發表的〈香港電影先驅黎北海〉和周承人、李以莊在香港《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的

〈黎民偉的若干經歷和評價──勘誤與質疑〉兩篇文章，提出了對黎民偉的評價，對香港電

影和中國電影的一些重大史實，推翻了過往一些看法，不少觀點屬於原則分歧。

我想先談談兩位有一個總的觀點：認為自1993年以來，有人極力抬高黎民偉，誤導了許多讀

者，造成不應有的影響。但是，我認為近十年來對黎民偉的評價，早在五十年前已經有人提

出，例如：

《黎君民偉小傳》所載，作者鄒海濱（魯），是孫中山先生秘書、前廣州中山大學校長。他

在1927年「民新公司特刊第5期」中指出：

社會為人心之擴影，世人競功利，斯社會日趨黑暗，社會無人改良，而人心乃愈不可收

拾。民國成立十六年矣！而能不競功利，注意改良社會者，吾於黎君民偉得之。

黎君粵之新會人，少學，長商，饒於資，而勇於義。清末，激於革命思潮，加入同盟

會，同志多注意政治軍事工作，君獨毅然以社會工作自任；組織清平樂劇社，自任演

員，所演戲劇，多鼓吹革命，冀以喚醒社會；繼以舞台劇感人之力，不如影戲宏遠，乃

轉而研究影戲。嗣辛亥革命，君捐資運械，不遺餘力。民國成立；凡掛名同盟會者，莫

不自詡偉人；甚者竟冒黨員，以爭權勢，君獨蔑如！退而繼攻其影戲術，同儕皆顯達，

而君曾因之變其初志。粵中屢次革命，君出資出力，仍如故。

又如香港電影史研究者公孫魯在1961年《中國電影史話》中說：「在中國電影歷史上，黎民

偉這個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他是華南方面影壇的先導，也是第一個懂得電影應與社會教育

相結合的一人。」

接著，台港電影史研究者杜雲之1975年和1986年分別在《中國電影史》和《中國電影七十

年》、余慕雲先生1985年在《香港電影掌故》，也都對黎民偉作出了很高評價。

所以，我認為不應責備「有人極力抬高黎民偉」。

下面，我作為電影史學研究者，想以自己掌握的史料，與周、李兩位商榷，以便對一些問題

展開更深入的探討。



一 影片《偷燒鴨》與對黎北海的評價問題

李以莊寫的〈香港電影先驅黎北海〉一文，讓我了解了黎北海對香港電影的貢獻，許多事蹟

是我過去不知道的。尤其是黎北海對香港粵語電影的貢獻，文章中闡述的很清楚，這對粵語

電影史的研究是有意義的。但是，文章中有的論點與我掌握的材料不同。如說《偷燒鴨》是

香港人生產的第一部影片即與史實不符。

依據中國電影合拍公司的規定，我們認為在香港合拍的影片有兩種，一是洋人出資金在香港

僱中國人拍攝影片，洋人支付勞務費，與中國人是僱傭關係，所攝製的影片不應該是中國片

而是外國片，中國電影合拍公司稱為「協拍片」。一是洋人與國人合作攝製的影片或國人承

包洋人攝製的影片應為中國片。現將我掌握的有關《偷燒鴨》的史料轉載於此。

《中華影業年鑒》民國十六年（1927年）上海出版，由《年鑒》主編程樹仁撰稿的《中華影

業史》第17頁記載的「新式影戲由洋人輸入中國之時期」中的「製片」部分有「前清宣統元

年（西曆1909年），美人布拉士其（Benjamin Brasky）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攝製《西太后》、《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偷燒鴨》。」

《年鑒》的《導演家及其作品》中有梁少坡宣統元年（1909年）導演《瓦盆伸冤》、《偷燒

鴨》。沒有黎北海的記載。但在《編劇家及其作品》一欄中有黎北海是香港出品的《胭脂》

的編劇。

《年鑒》主編程樹仁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科和紐約影戲專門學校，當年是上海孔雀

電影公司製片部主任兼導演，在該書的「創刊詞」中講，為編這本《年鑒》，他和同人「收

集各種材料，以實是編者，已三載於茲，所有一切材料，悉根據中外各報紙、各雜誌、各特

刊，精細分析，絕非面壁虛造」。據我所知，這是一本中國最早的電影年鑒。

根據以上材料，我認為《偷燒鴨》是美國人的「亞細亞公司」僱傭梁少坡等人拍攝的美國短

片，從創作上看，《偷燒鴨》也具有明顯的美國電影元素。就如1987年貝爾托盧奇在中國拍

攝《末代皇帝》一樣，那不是中國影片。所以不是李以莊文章所寫的「《偷燒鴨》是香港第

一部影片，其拍攝標誌著香港電影的誕生」。

二 影片《莊子試妻》與對黎民偉的評價問題

（一）《莊子試妻》是否是中國人在香港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短片？

第一、我在1981年為《中國電影家列傳》撰寫《黎民偉》傳時，曾問過邢祖文，了解他參與

寫作《中國電影發展史》時，《莊子試妻》的資料來源，他說除查閱一些《年鑒》等書刊

外，蔡楚生曾告訴他，聽黎民偉說，為拍攝《莊子試妻》，布拉斯基成立了「華美影片公

司」，黎民偉成立「人我鏡劇社」，他們合作拍片。「華美」出資金和技術，「人我鏡」用

已有的文明戲劇目、演員、布景等入股，以「華美」名義發行。

第二、余慕雲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中也提到，林楚楚告訴他，《莊》片是黎民偉和布

拉斯基合股攝製的，黎的股本是組織「人我鏡劇社」。

第三、《聯華年鑒》（1933－1934）介紹「聯華上海第一廠」一欄中，記載有「黎（民偉）

氏復發宏願，欲籍電影藝術之傳播，匡補社會教育之不足。故組織『人我鏡劇社』試拍《莊



子試妻》一片，既成。觀者空巷。我國之有自製影片，此為濫觴。」

第四、黎民偉日記（原件）：「拍電影 甲寅（旁有注1914年），與淑姬等擔任制《莊子試

妻》影片，偉任莊妻，姬扇墳」（淑姬即中國第一位女演員嚴珊珊）。

根據以上資料，我認為《莊子試妻》與《偷燒鴨》不同， 「華美」與「人我鏡」不是僱傭關

係，而是合作拍片，它應是中國人在香港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短片。

第五、在香港《電影雙週刊》1993年第375期發表的《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褓姆（上）》一文

中黎民偉的自述對《莊子試妻》又提出「影片所有權屬於『華美』，而『人我鏡劇社』一次

過獲得港幣幾百元的酬勞」。如果這樣，就與《偷燒鴨》的性質是一樣，《莊子試妻》就不

能說是中國影片了。對此我存疑。

因第五條與前四條不一致，前四條都是黎民偉30年代前後所述，1934年出版的《聯華年鑒》

除黎民偉介紹情況外，可能還看過拍攝影片的原始資料（如報刊資料），所以對黎氏拍攝

《莊子試妻》提出「我國之自製影片，此為濫觴」。那麼，為甚麼黎民偉在30年代所談情況

與其晚年寫下的文字不一樣了，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能輕易地以第五條推翻前四條。

我懷疑「一次過獲得港幣幾百元的酬勞」，是「華美」與「人我鏡」合作的交易，是「華

美」所出資金給付的形式。從創作上看，《莊子試妻》是從「文以載道」出發，取材於中國

戲曲劇目，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依附，可以看出香港人的中國情結。所以我仍然堅持《莊子試

妻》的拍攝標誌著香港電影的誕生。

（二）黎民偉在香港電影史中的定位

第一、根據上述一至四條，我認為黎民偉拍攝《莊子試妻》開創了在香港拍攝中國影片的歷

史。

第二、黎民偉自1921年始即追隨在孫中山先生左右，用攝影機記錄了孫中山大革命時期和革

命軍的主要活動，現已成為中國現代史中極其珍貴的活動史料。同時，還拍攝《中國競技員

赴日本第六屆遠東運動會》和香港風景、香港社會活動，以及梅蘭芳的京劇片斷等。所以，

我認為，黎民偉也在香港開創了中國新聞記錄電影的歷史。

第三、黎民偉在香港的電影活動，離不開他的兩位兄長黎海山和黎北海的支持。為了拍電

影，黎民偉於1922年初買下香港天後廟前的地皮，同年得到黎海山、黎北海的資助，以及社

會的集資，創辦「民新制造影畫片有限公司」，黎海山任董事長，黎民偉任總經理，黎北海

任經理，在香港開創了中國人辦電影公司的歷史。

第四、黎民偉與黎海山和黎北海合資，創辦香港第一間華資大型影院「新世界戲院」。

第五、1924年，在籌備拍攝香港第一部故事長片《胭脂》的同時，黎民偉和關文清在廣州創

辦香港第一間演員養成所「民新演員養成所」，培養演員。黎北海參加了教學工作。

（三）黎氏兄弟是港片首創者

在周、李的兩篇文章中，提出「黎北海在香港電影史上的先驅者、開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

是無人可以取代的」，並提出別人有「抑黎北海，揚黎民偉」之說，我不同意你們的意見。



根據我列出的上述五條，黎海山、黎北海、黎民偉三兄弟都是香港電影的開創者，如同法國

盧米埃爾兄弟一樣，黎氏三兄弟在香港電影史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奠基者是黎民偉。黎民偉

是以電影為終身事業的，在北伐勝利以後，他曾寫「目睹昔日的革命同志，多在仕途上爭權

奪利，互相傾軋，我認為此皆教育不普及與道德觀念薄弱所致，乃決心從事戲劇工作，希望

多獲取經驗和常識，作為今後進行電影事業的基石。」黎海山和黎北海支持了他們弟弟的心

願。三兄弟在香港的電影活動中是以黎民偉為主，拍攝《莊子試妻》的「人我鏡劇社」是黎

民偉組織的，之後，黎民偉對拍攝電影產生濃厚興趣，立志從事電影業。他自學掌握了電影

藝術和技術的知識，才能擔任總經理；他做貿易以積累資金拍電影，以高息借款向其兄購

地，才能建起「民新」，以及拍攝新聞記錄片等。在上述黎民偉的電影活動中，黎海山和黎

北海有的參與了，在資金上支持他，在工作上輔助他；有的活動他們沒有參與。我在1997年

寫的《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就是基於上述資料和觀點，認為香港電影的奠基者是黎

民偉。

羅卡和黎錫編著的《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中對黎北海在香港早期電影中的貢獻都敘述

清楚了，（因為這是一部評述黎民偉的專著，在1925年黎民偉離開香港後，對黎北海的電影

活動沒有寫）。黎民偉1926年在上海創辦民新影片公司，1929年打起「復興國片，改造國

片」的旗幟，與羅明佑等合作創辦「聯華影業公司」，至1937年是黎民偉拍電影的黃金時

代，為中國電影拍攝了不少經典之作。而黎北海在香港亦拍攝不少粵語片，但1934年後即脫

離影壇而經商。從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來講，黎民偉遠大於黎北海，這是客觀存在的事

實，所以不能說別人「抑黎北海，揚黎民偉」。對電影教育事業來講，更不能說「黎北海真

正是香港電影教育的鼻祖」。我前述的第五條，黎民偉1924年即創辦了「民新演員養成

所」，而黎北海是在黎民偉離港後的1928年才辦的演員養成所，所以應該說，黎民偉是香港

電影教育事業的開拓者。

三 黎民偉是中國電影的拓荒者之一，還是後來參與者？

我在1997年寫的《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提出他是中國電影的拓荒者之一。李少白在

2004年3月號《當代電影》封面人物的主持人導語中寫道：「黎民偉，中國電影的奠基人。」

在香港出版的羅卡和黎錫編著的《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一書的前言《時代先驅──香

港電影之父黎民偉》一文中，也提出黎民偉「不但是香港電影的始創者，亦為中國電影開拓

先驅者之一」。但周、李在《黎民偉的若干經歷和評價──勘誤與質疑》一文中，卻提出

「黎民偉在香港電影事業中是先驅者之一，但他到上海時，對中國電影事業來說，只可以說

是一位後來參與者，並非中國電影最早開拓者」。

香港電影是中國電影的一部分。在80年代中國影評學會召開的第一屆研討會上，兩位先生曾

以這一觀點寫過論文。凡是研究中國電影史的人，都把香港電影作為自己研究的物件。程季

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即將香港電影作為其重要內容。在1927年

由程樹仁主編的《中華影業年鑒》中，亦分洋人在中國成立公司和製片，及國人的製片公

司、影片、影戲院，其中都包括香港部分。我就奇怪了，為甚麼周、李現在卻把香港電影與

中國電影區分開來。難道只有張石川和鄭正秋拍的《難夫難妻》、《孤兒救祖記》是中國電

影？（1981年，我寫《張石川》傳，從當時查的資料看，張石川與美商依什爾合作組織新民

公司拍攝《難夫難妻》，張石川以編、導、演承包影片的拍攝，美商出資金，管發行。這與

黎民偉在香港拍《莊子試妻》的性質是一樣的），怎麼能說黎民偉在香港拍攝的《莊子試

妻》和《胭脂》就不是中國電影呢？難道黎民偉從1921年在香港拍攝的孫中山革命活動等新



聞記錄片也不是中國影片嗎？香港電影是不是中國電影的一部分，這是個原則問題，如果是

一部分，那麼黎民偉和張石川、鄭正秋一樣，都是中國電影的拓荒者之一。

周、李的文章把黎民偉早期在香港的電影活動與在上海的電影活動割裂開，而說黎民偉1926

年在上海創辦「上海民新公司」時，上海已有33家電影公司了，於是就把黎民偉作為中國電

影事業的後來參與者，而非中國電影最早的開拓者。我認為，周、李的觀點是錯誤的。

香港電影和中國電影有同一性，但香港電影亦有其特殊性，如在香港拍攝了上千部粵語

片，1949年後香港電影有其特殊的脈絡和發展軌跡等。這是個大問題，在此不再論述。

四 黎民偉是「中國電影之父」嗎？

周承人、李以莊的文章提出黎民偉「不是中國電影之父！」，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據我所

知，在中國電影史學界沒有人提過黎民偉是「中國電影之父」。但在《黎民偉：人、時代、

電影》一書中有黎民偉1953年病逝的追悼會上，掛著「國片之父」的橫額的圖片，這是吳楚

帆、關文清、卜萬蒼、朱石麟、馬徐維邦、鄭用之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對黎民偉的尊崇，

也說明黎民偉在這些著名電影藝術家們心中的地位。書中還有吳思遠先生的題詞，寫道「黎

民偉先生不愧是香港，亦是中國電影的先行者，是中國電影之父」；成龍在題詞中頌揚黎民

偉是「中國電影史上的巨神」。這些都是後輩對先輩熱忱的讚頌，他們都號召後輩向黎民偉

學習。這與黎民偉在中國電影史中的定位無關，何必指責他們呢？

五 黎民偉與「民新電影公司」和「聯華影業公司」

在周承人、李以莊兩位先生撰寫的〈黎民偉的若干經歷和評價──勘誤與質疑〉一文中提

出，黎民偉1926年在上海成立「民新公司」時，面對激烈競爭的市場，卻提不出甚麼方針、

任務和辦法，是歐陽予倩執筆寫的《民新公司成立宣言》。又提出1933年後，羅明佑、黎民

偉主動接受陳立夫的「中國電影新路線」的要求，向國民黨文化政策靠攏，拍攝遠離抗日救

國熱潮，宣揚傳統道德的忠孝仁愛的《人生》、《天倫》、《慈母曲》和配合國民黨新生活

運動的《國風》，其主流產品與進步電影背道而馳。

對上述觀點我不敢苟同。在此還是用事實說話吧。

（一）黎民偉豈是電影庸才

難道黎民偉是個庸才，在成立電影公司後卻提不出方針、任務和辦法嗎？事實並非如此。

第一、黎氏與曾留法的珠寶商李應生（黎民偉在「同盟會」的戰友，曾刺殺滿清鳳山將軍）

合作，1926年在上海創辦「民新電影公司」，他們購買了最先進的電影器材，如美制的多鏡

頭攝影機、字幕機等精良的電影設備，創辦了在當時可稱為現代化的電影公司。

第二、編導是電影公司的靈魂人物，黎氏必然聘請一些與自己的創作理念、藝術追求一致的

編導合作。當時，「民新」聘請的編導均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思想新

銳，勇於創新的人。如歐陽予倩在日本留學時即參加中國最早的話劇演出團體「春柳社」。

回國後倡導話劇，是中國話劇運動的開拓者之一。到「民新」後即編寫並參演了電影處女作



《玉潔冰清》。侯曜，東吳大學畢業，主張「為人生而藝術」，受易蔔生戲劇的影響，曾編

寫舞台劇本。在「長城電影公司」編寫劇本《棄婦》、《春閨夢裏人》，編導《偽君子》等

影片，揭露社會的不平等，統治階級的虛偽、罪惡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他的影片在知識份子

中產生良好的影響。1942年因拍攝抗日愛國影片，在新加坡被日寇殺害。卜萬蒼師範畢

業，1921年從影任攝影師，1926年到「民新」擔任《玉潔冰清》的導演，後在「聯華」亦拍

攝不少優秀影片。孫瑜，留美學電影歸來的導演。試問如果黎民偉成立電影公司，連公司的

方針、任務都提不出來，他能聘請這些影壇一流的編導人才嗎？

第三、「民新公司」拍攝的影片多以知識份子為主人公，如青年勵志會會長、作家、詩人、

畫家等，揭示他們的命運。並從知識份子的視角，同情歌女、孤女、社會底層的弱小者的貧

困生活和悲慘遭遇，呼喚平等、民主、人性，歌頌真摯的情感和美好的心靈，揭露鞭撻統治

者的罪惡。「民新」被當時的影壇稱為「新派」。

（二）電影救國盡心竭力

此時，黎民偉亦導演了三部影片和一部舞台劇，《復活的玫瑰》（與侯曜合作並飾演男主

角）、《戰地情天》（與潘垂統合作），獨立導演了《祖國山河淚》和獨幕劇《傷心夢》。

他曾以膠片記錄了大革命時期北伐戰爭的偉大業績。此時，他又以故事片滿腔熱情地謳歌大

革命運動。《戰地情天》描寫一度沉迷於愛情的富家子弟經歷了北伐戰爭的鍛煉，成長為英

勇頑強，善戰並建立功勳的指揮員。黎氏還借用北伐軍在軍事演習期間參加影片拍攝，真實

地再現了北伐軍在廣闊的戰場上，勢如破竹的戰鬥力。《祖國山河淚》也是以北伐戰爭為背

景，描寫海外僑胞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暴露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猙獰面目。1928年，

國民革命軍北上攻打奉系軍閥張作霖，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攻佔濟南，屠殺中國軍民5000餘

人。此時，黎民偉正隨北伐軍到濟南，目睹中國軍民橫屍街頭，四處彈痕累累，鮮血染紅了

大地。黎氏拿起攝影機記錄了日本帝國主義犯下的慘絕人寰的罪行。他懷著滿腔怒火回到上

海即編導了獨幕劇《傷心夢》，該劇以濟南慘案為背景，以國民政府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為主

人公，描寫他與日寇談判，被日寇殺害的悲壯故事。林楚楚飾演蔡公時夫人。《傷心夢》在

影片《木蘭從軍》公映時加演，異常賣座。同時，黎氏擔任監製，請侯曜夫婦根據《傷心

夢》改編並導演影片《蔡公時》。影片穿插了黎氏拍攝濟南慘案的新聞記錄片，開創了在故

事片中加插記錄片的先河，增強了故事片的感染力，對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強烈的控訴。因

此在拍攝時遭受禁演壓力：不許在租界上映，也不許賣埠往東南亞。但黎氏堅持把影片拍

完，將影片拿到上海南市的華界電影院放映。雖然影院較小，設備較差，但觀眾聞訊從各地

而來，影院天天爆滿。

（三）追求理想屢遭打擊

在上世紀20年代，拍攝反映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和北伐戰爭、以及具有鮮明反帝鬥爭題材

的故事片，惟有黎民偉。他說「電影是大眾宣傳的偉大武器，我們的任務，是緊急把握這種

武器」。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緊握這一武器，實現「電影救國、教民」的誓言。

為拍攝侯曜編導的影片《木蘭從軍》，塑造花木蘭克服種種艱難險阻、英勇頑強的英雄形

象，黎民偉帶領二十多人的攝製組，從西北荒漠到南京，長途跋涉數千里，並得到北伐軍調

集三四百人的馬隊支援扮演古代士兵，由花木蘭指揮在冰天雪地中與匈奴鏖戰。影片拍攝歷

時半年，非常艱苦。在中國電影史上首次有軍隊參加故事片演出戰爭場面，成為中國製作巨



片的第一家公司。但是，黎氏追求完美藝術的理想屢遭打擊。在「民新」拍攝《木蘭從軍》

出發後，「天一公司」只用十幾個演員，在上海搭簡易布景，用十三天搶拍完成影片《花木

蘭》，比「民新」早四個月拿到全國各地上映，使「民新」在營業上大受打擊。

周、李用歐陽予倩在60年代初期寫的《電影半路出家記》一書中所提的黎民偉傾向於國民黨

右派，對辦電影公司「提不出甚麼方針、任務和辦法」，來貶低黎民偉的成就，這是不公正

的。我們都承認歷史的局限性，文學大師巴金先生晚年寫了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隨想

錄》，總結了自己的一生，說「吃夠了『人云亦云』的苦頭」。革命家、作家韋君宜在《思

痛錄》一書中，回顧那些年打擊人、整人的歷史，探索產生這些悲慘、錯誤歷史的根源。都

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和教育。我想，歐陽予倩也是一位正直的知識份子，他的《電影半路出

家記》寫於「反右」之後，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寫的文章。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對黎

民偉會怎麼看呢？

（四）「復興國片，改造國片」

1929年，中國電影陷入低谷，神怪武俠片風靡一時，「民新」公司的經營亦陷入困境。黎民

偉與好友華北電影公司經理羅明佑互談振興中國電影的願望，決定打起「復興國片，改造國

片」的旗幟，「民新」與華北公司合作製片，黎民偉擔任製片主任和技術監督，拍攝了《故

都春夢》、《野草閑花》和《戀愛與義務》三部影片，為中國影壇帶來一股清新氣息，放映

後賣座鼎盛。

此後，羅明佑和黎民偉決定擴大規模，與大中華百合等電影公司合併，又與經營印刷業的黃

漪磋合作，成立「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羅明佑任總經理，黎民偉的「民新」改為

「聯華一廠」，並出任廠長。黎民偉是「聯華」的董事，參與「聯華」領導層的決策。羅明

佑長於經營發行，在製片等業務上倚重黎民偉。因為黎民偉自香港從影開始，即刻苦鑽研電

影業務，成為編、導、演、攝和技術的全才。

黎氏主持「聯華一廠」同他以往的作風一樣，選定劇目、修改劇本、聘用導演、確定演員到

實際拍攝等，事必躬親。所以「聯華一廠」攝製的一批優秀影片如《母性之光》、《三個摩

登女性》、《神女》、《城市之夜》、《人道》等都澆灌著黎民偉的心血，體現了他的創作

理念和藝術追求。酈蘇元在2004年3月號《當代電影》發表的《黎民偉與中國電影》一文中提

出「聯華一廠」的藝術家們「更加貼近生活，關注現實，『民新公司』影片的民主性內涵漸

被『聯華一廠』影片的批判精神所代替。由人性的呼喚轉換為人權的訴求」、「充滿著人文

精神和道德理想，繼承和發揚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藝術傳統」。我因為搞中國電影史的研究，

在中國電影資料館觀摩了不少「聯華一廠」出品的影片，我認為酈蘇元的上述觀點是中肯

的。

周、李的文章認為，羅明佑、黎民偉經營「聯華」失敗，是「向國民黨文化政策靠攏，產品

越來越遠離抗日救國熱潮、宣揚『新生活運動』，宣揚傳統的忠孝仁愛等等道德理念」。這

些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聯華一廠」拍攝了較多的倫理片，但是，多數影片都反映著社會

現實生活。如《神女》不是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血淚控訴嗎？《城市之夜》通過強烈的貧富

對比，呼籲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利；《人生》、《天倫》、《慈母曲》、《人道》等片，以

感人的藝術手法，表現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宣揚忠孝仁愛等中華傳統美德，將善與惡、

美與醜進行對比，呼籲提高道德水準來促進社會進步。這些影片都受到觀眾喜愛，俱能賣

座。其中影片《人道》公映後曾「轟動一時」。在他影片中體現的忠孝仁愛等中華傳統美德



和人文關懷之情，不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嗎？

「聯華一廠」拍攝的影片並沒有遠離抗日熱潮，在上海「一二八」、「八一三」抗日戰火爆

發時，首先是黎民偉帶領「聯華一廠」的攝影師冒著生命危險拍攝戰況，飛機的狂轟濫炸，

屍骸遍地，民眾逃亡。並將記載著日寇侵華罪行的鏡頭集成記錄片《抗日戰史》《淞滬抗戰

紀實》，被當時報刊譽為「喚醒民眾的愛國教科書」。

黎民偉在香港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思想，但在家庭的影響下也

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禮義廉恥、忠孝仁愛等儒家思想是他遵循的美德。他在處世良言

中即寫道「明禮義、知廉恥」。因此他接受了蔣介石以歷代封建王朝用儒家思想統治人民而

制定的「新生活運動」，提出了「禮義廉恥」、「捐軀犧牲，盡忠報國」等號召，並在陳立

夫的指示下拍攝了由羅明佑編劇、羅明佑和朱石麟聯合導演的影片《國風》。我們在觀摩影

片《國風》後都笑稱「這是國民黨的主旋律影片」。影片表現兩姐妹，姐姐艱苦樸素，作風

踏實。妹妹生活奢靡，作風浮躁，亂談戀愛。在校長母親暫離學校，讓妹妹代管學校的幾個

月時間，使全校出現浮華風氣。母親回校後，痛感校風之敗壞，呼籲整頓校風、國風。影片

穿靴戴帽宣揚新生活運動，實際上是一部公式化、概念化，圖解主題的影片。阮玲玉和林楚

楚兩位優秀演員在影片中也成了臉譜化的人物。這樣的影片當然不會受到觀眾歡迎。有人

說，「聯華」拍攝《國風》是「配合國民黨的第五次對紅軍的反革命圍剿」。這種無限上綱

的作法，在今天仍有市場。

我認為「聯華」的經營失敗，不是「遠離抗日救國熱潮」。「聯華」出現的經濟困難主要是

日寇侵華所造成的。1932年上海經歷「一、二八」戰爭，「聯華四廠」被毀，三十多間電影

院停業，國家經濟低迷，銀行倒閉，物價高漲，人們哪會有心情消費娛樂？羅明佑喪失了東

北的影院，華北的影院也陷入了困境，資金周轉不靈。這時，黎民偉將廣州東山之房產向銀

行抵押，將所得之款拍攝《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和《城市之夜》，可見黎民偉對

電影事業的摯愛。日寇侵華對黎民偉的經濟、事業造成毀滅性打擊，他回港後主持「啟明」

片廠，拍攝了《戰雲情淚》《大地回春》《烽火故鄉》等宣傳抗日的影片。黎民偉說，「我

自己承認是電影的忠僕，不惜為他作任何犧牲」。他肩負著「救國教民」的使命，屢經挫

敗，義無反顧，傾其財力，為發展電影事業奮鬥了一生。

（五）堅持抱負不涉政軍界

作為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國民黨人的黎民偉，與國民黨上層人物熟悉，可以做上國民黨的高

官。但為了自己的文化抱負，他在日記中寫道「切忌登政治舞台及走軍界」，他目睹了「國

共兩黨的互鬥」，日記中有無傾向地客觀記載，並對家人說「不介入黨爭」。並記載有鄙視

國民黨上層人物相互傾紮，爭權奪利的字句；卻沒有反共言論；他崇尚傳統道德，缺少對其

糟粕的批判。所以，1933年，國民黨對左翼文化進行反革命圍剿及共產黨反圍剿的激烈鬥爭

中，他走的是中庸之道，但這不等於他在政治上追隨國民黨，而說他是國民黨右派。

黎民偉的一生始終貫穿著「愛國」、「救國」、「教民」這條紅線。在抗戰期間的桂林，田

漢同志贈黎氏一條橫額，其中有「十載銀壇苦鬥人」的詩句，是黎民偉以「電影救國」為己

任，不屈不撓在影壇奮鬥的寫照。

周、李的文章認為，《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一書中的圖片把不是「聯華一廠」出品的

《漁光曲》和《大路》夾在一廠出品的影片中刊登，誤導了別人寫文章，將《漁光曲》說成



是黎氏創作。

《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一書中刊登《漁光曲》的圖片，我認為是可以的，因為《漁光

曲》在蘇聯國際電影節獲得的獎狀，羅明佑交由黎民偉保存，這說明黎民偉在「聯華」的領

導地位。在《漁光曲》的圖片專頁中刊登了1954年林楚楚將獎狀轉交給藝委會主任蔡楚生，

還刊登了蔡楚生給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廣東分公司的一封信函：「茲由林楚楚先生由港帶來

1935年《漁光曲》獎狀一件，請你處即為收下。該件為中國電影重要文獻，望即交要人便中

帶京交我，以便轉交中央電影局。」這是黎民偉在晚年病重時的囑託，要求將這個獎狀交給

蔡楚生的。這怎麼與黎民偉無關呢？而且黎民偉參與「聯華」領導層的決策，不能說《漁光

曲》和《大路》的拍攝與黎民偉無關吧。

六 失誤與錯誤

《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一書的一些詞句也有不妥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見給他們，請他

們修改或是進一步探討。

在蔡繼光和羅卡編的有關黎民偉的DVD中，把田漢說成是「聯華」培養的，這是一大錯誤。我

在看完黎錫和蔡繼光來京放映該DVD後，當即向他們提了意見。田漢是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領

導者之一，亦是中國左翼戲劇運動和電影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早在1926年開始從

事電影活動，創辦南國電影社，1926年寫電影劇本《到民間去》，自己擔任導演，由唐槐秋

等人擔任演員。田漢在1927年即給「明星公司」寫電影劇本《湖邊春夢》。除給「聯華」寫

劇本外也給「藝華」、「電通」等電影公司寫過電影劇本。所以說他是「聯華」培養的是錯

誤的。我將上述意見寫信告訴羅卡，我希望他們將這句話刪去，我還說，如不把這句刪去，

讓別人看見會笑話你們的。

羅卡先生接到我的信後，在回信中非常誠懇地對我表示感謝，並接受我的意見。但說這批DVD

已經做成，並賣出去了，不好刪改，他說DVD再版時一定刪除。我認為羅卡先生的這種態度是

非常好的。

我覺得學術問題可以討論，有不同觀點是正常的，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大家探討，這有助於研

究的深入開展。所以我將自己對周、李文章的不同觀點提出來，希望兩位先生指正。

陳 野 北京電影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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